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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语境中的权力重构
) ) )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

周 术 情

  内容提要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统治, 从形式上完

成了政权的转移。然而与伊斯兰教有深刻历史联系的奥斯曼帝国传统势力并没有完全丧失经

济基础, 它在国家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犹存, 因而凯末尔政权的统治根基并不稳

固。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表面上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 而其实质在于排斥传统

势力的政治参与。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主观目的在于重新整合国家与社会权力, 进而牢

固掌握政权, 其客观后果则是实现了奥斯曼土耳其由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 为土

耳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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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 国内传统势力大势已去。然而传统力量不会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 新政权

尚有诸多亟待完善的方面。政治改革是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改革的重心, 其核心在于排拒传统势力的政

治参与, 以达到巩固革命成果的目的。在多项改革措施中, 世俗化最具迷惑性, 历来为研究者们所重

视。¹但在对凯末尔采取世俗化措施的原因及评价问题的回答上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结合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时代背景, 分析凯末尔实行世俗化政策的动因, 并对其世俗化改革作出评价。

奥 斯 曼 帝 国 传 统 势 力 的 遗 存

农业是 20世纪 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据 192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 全国人口 1 400

万, 乡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316%。º 封建生产关系在乡村仍占统治地位, 除了在安纳托利亚地

区有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以外, 土耳其基本保持着小土地所有制形式。地主和乌来玛依然是乡村的实力

持有者, 他们多雇佣佃农耕种土地, 农业缺少创新, » 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无明显的推动作用。因

此与奥斯曼帝国时代相比, 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农业并无太大变化。传统农业是原有社会结构的物质

基础, 维持传统的统治秩序。工业落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同特征, 奥斯曼帝国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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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早期工业偏重军事, 民用工业受传统手工业和西方工业排挤, 状况之难堪不言而喻。土耳其共和国

立国之初, 这种状况亦无明显改善。经营方式的落后制约着土耳其工业的发展。到 1927年, 土耳其

有 615万家工业公司, 雇佣了 25万人。但是这些公司中, 只有 2 822家使用了机器, 多数公司还是

工匠作坊模式。¹ 另外, 各个部门不能相互补充, 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没有形成。而且, 共和国背负着

巨额外债, 这是土耳其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工业落后制约着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原

有的经济基础尚未彻底摧毁, 而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亦未建立起来。由此可见, 建立初期的土耳其共

和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模式, 没有斩断传统势力的经济纽带。土耳其地主、乌来玛集团还

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 他们独立的经济来源依然存在。相对较弱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在外国的控制

之下, 新政权并没有真正掌握经济资源, 本质上还具有传统国家的特征, 这种状况在政治上也有所

反映。

与传统经济模式相联系的是传统的政治格局, 其核心是权力格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是重大政

治事件,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 传统政治格局并不会立即完全被打破。与保守势力的较量是土

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斗争焦点。当时大部分权力还在披着宗教外衣的传统势力掌控

之下, 因而改变传统的权力格局是共和国初期凯末尔政权首要考虑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教俗合一的

国家, 与伊斯兰教的深刻历史联系是其基本特征。伊斯兰教既是上层建筑, 也是生活方式, º 这一特

征在共和国建立之初, 并无根本改变。首先, 哈里发作为传统权力的核心, 依然可以对凯末尔构成极

大威胁。哈里发很可能是一切反凯末尔力量的汇合点, 他可以将其在宗教上所起的作用扩及政治领

域。苏丹 ) 哈里发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合法领袖和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 已得到民众的广泛认

同, 甚至在与凯末尔很亲近的人中也有极深的影响力。» 其次, 乌来玛在社会中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土耳其的精英大量蕴藏于乌来玛集团中, 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法律、教育和宗教等各种对于国家

至为重要的权力, 甚至凯末尔依靠的人中就有不少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这些权力实体无疑是凯末尔通

向最高权力之路的障碍。再者, 政治精英孕育于传统模式, 为权力构成染上了浓厚的传统色彩。独立

战争之后, 精英们在帝国未来的走向问题上有诸多分歧。凯末尔及其支持者主张结束传统统治, 但他

们似乎只是少数派。比如饶夫称: /如果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 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权, 会遭受

巨大的灾难。那是不可接受的。0¼ 最后, 凯末尔政权尚无力控制广袤的乡村。与外界的隔膜是土耳

其共和国早期乡村社会的显著特征。利用伊斯兰教统治乡民的乡村实力派, 构成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

沟通障碍。与国家相比, 地主和乡村的显贵对农民更有号召力。而农民与伊斯兰教的紧密联系, 更增

加了政府在全国建立新的权威的难度。原有的伊斯兰秩序在乡村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 政府力量很难

在短时期内完全渗入。谢伊赫 #赛义德能够以 /杰哈德 0 ( / jihad0, 意为圣战 ) 的名义号召乡民反对

安卡拉政府, ½ 表明伊斯兰教是维系乡村统治结构的重要纽带, 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反叛活动是地方势

力与政府争夺权力的外在形式。由此可见, 共和国建立之初, 凯末尔并非完全掌握了一切, 在权力领

域还有无法达到的空间。就连具有广泛政治和社会代表性的大国民议会, 也丝毫没有包括那些大部分

仍然认为苏丹 ) 哈里发是最理想的宗教领袖的人。¾ 伊斯兰教在民众思想深处尚有深刻的影响, 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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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俗化改革的另一深层原因所在。只有消除民众对伊斯兰教的精神倚赖, 才可以为新的权力结构奠

定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积聚起来的威望表面上有利于凯末尔重新整合国家权力, 但是相对薄弱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严重影响这种声望的延续, 争夺国内权力的风潮亦将泛起。故而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 获取和巩固权力是凯末尔的首要目标。政治革命的特点在于其瞬时性, 而经济、社会的改变则是

长时段变化的结果, 其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稳定状态, ¹ 所以政治革命是凯末尔等人在当时

的理性选择。牢固掌握政权是其他政治和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必要途径。而凯末尔作为民族英雄的声

望, 以及军队、议会和政党的支持构成了凯末尔获取权力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认知上和政治上否定

旧有的统治成为共和国初期建立统治新秩序的必由之路。

凯 末 尔 政 权 世 俗 化 改 革 的 举 措

完全掌握国家政权是凯末尔主义者在完成民族独立重任后的首要任务。凯末尔在解放战争中建立

起来的威望及其手中掌握的政治斗争工具, 使他具备了发动政治变革的实力。哈里发制和苏丹制两位

一体是传统政权格局的重要特征, 也是凯末尔获取国家权力的直接障碍, 必须予以废除。 1922年,

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宗教领袖哈里发与国家领袖苏丹的分离, 是政教分离的一个内容, 是世

俗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颁布废除苏丹的法令后, 凯末尔声称: /土耳其人民无条件拥有全部国家主

权, 不接受苏丹 ) 哈里发任何形式、任何意义、任何方法的统治。0º 随着废除苏丹制, 土耳其的政

治重心开始东移 ) ) ) 由伊斯坦布尔转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政治中心的改变反映了奥斯曼帝国传统政

治的影响力渐趋式微, 帝国主体部分已由土耳其人继承。这个改变 /意味着同过去实行一次新的决

裂, 同时也是废除苏丹之后的合理继续 0», 也为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度创造了政治条件。在传统政

权结构中神权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传统制度的主要象征之一苏丹制被废除后, 神权的传统即成为

新的打击对象。哈里发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废黜哈里发必然会伤害广大穆斯林的感情。但哈里

发坚实的社会基础, 严重威胁着凯末尔的政治实践, 废除哈里发制度亦属必然。 1924年 3月 3日,

在凯末尔操纵下, 大国民议会宣布: 废黜哈里发, 取消哈里发制, 并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

耳其国境。至此, 传统政权的二元结构从法律上宣告终结。苏丹制和哈里发制被取消后, 乌来玛集团

成为威胁新政权的主要力量, 自然是新的打击目标。随着凯末尔集权主义倾向不断增强, 乌来玛的处

境雪上加霜。凯末尔趁机废除了伊斯兰教长的职位, 撤销了沙里亚部, 不再允许独立的宗教学校存

在。乌来玛集团有关家庭和个人信仰方面的立法权也被褫夺。 1924年 4月, 凯末尔宣布废除沙里亚

法庭。¼ 1924年 4月 20日, 大国民议会获得了自己的立法权。这是世俗化的一个重大成就, 有了这

个拥有立法权的机构, 新的统治者就有了更强大的斗争工具。 1926年, 大国民议会通过根据意大利

法典起草的民法典和根据德国法典起草的商业法典, ½ 对乌来玛集团的最后领地发起攻击。

禁止伊斯兰教干预政权和民众生活是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努力方向。广大民众的支持是权力的根

基。宗教信仰群体的广泛性, 是传统统治模式的社会基础。因此, 在清理政权结构中伊斯兰要素的同

时, 凯末尔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内也进行了一场世俗化改革, 以消除传统势力的社会基础。首先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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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饰。服饰习惯, /特别是头饰, 是一个穆斯林自我表明一方面忠于伊斯兰社会, 另一方面拒不承

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0¹ 凯末尔在全国以立法的形式向传统服饰习惯发起挑战。

1925年 8月, 凯末尔着手推行废除费兹帽的工作。º 9月发布法令, 规定凡无正式教职者, 禁着宗教

服装, 或者佩戴宗教徽记。另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穿西服、戴礼帽。对服饰的改革是继废除哈里发

制度以后, 对土耳其社会有巨大震撼力的改革, 甚至较废除哈里发制度更严重。它的涉及面过于宽

泛, 已波及每个传统的穆斯林。服饰习惯, 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映, 一经沉淀, 便成了人们心理结构的

重要组成部分, 剪除它们, 无疑会招致人们强烈的反对。也正是由于习惯的这种强大力量可能会成为

传统势力的温床, 凯末尔才冒天下之大不韪, 强行拆除人们的心灵壁垒, 以消除传统权力的社会基

础, 从而达到巩固新政权的目的。在强权之下, 国内的反对浪潮未能形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甘愿

接受凯末尔政府的决定。埃及总法典官和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曾经联合发表声明, 对此表示反对, 这也

表达了土耳其国内反改革者的心声。

另一类改革是在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消除伊斯兰教痕迹。阿拉伯语在土耳其语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记, 土耳其文字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早在 /坦泽马特 0 时代, 改革文字的提议就已经出现。

1924年更有人主张完全废止使用阿拉伯字母, 但均未获成功。 1928年, 国民议会通过法律, 将土耳

其文字拉丁化, » 并规定从 1929年起, 不允许公开在土耳其语中使用阿拉伯字母, 这是所有改革中

最为激进的步骤之一, 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奥斯曼土耳其是属于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伊斯兰文

明, 采用拉丁字母, 表明土耳其民族对现代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认同。¼ 文字改革是对传统的反叛,

旨在扫清通往新时代之路的障碍。土耳其字母改革运动, 还有削弱封建教权, 扩大世俗化的意义。½

1932年, 凯末尔同时在语言和历史方面进行了改革。语言方面按照 1929年的基调进一步清理阿拉伯

语和波斯语的影响。而改革历史的意图就是要证明土耳其存在辉煌的过去, 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 土

耳其人的祖先就有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来说, 不是土生土长的土耳其文化, 而是舶

来品, 将其抛弃亦无可厚非。除在服饰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外, 凯末尔还主张连同其他伊斯兰教的象征

物一起废除, 历法就是这些象征物中的一项。1925年 12月 26日, 政府宣布废除旧有历法, 采用西

历, 并以 24小时作为合法计时方法。西历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历法, 但它以耶稣诞辰为始,不符

合穆斯林社会的习惯。在穆斯林社会, 采取的是以穆罕默德 /徙志 0为始的伊斯兰历法, 具有深层的象

征意义。¾ 世俗化的改革体现了共和国政权对传统的反叛: 一方面要改变宗教在政权结构中的重要

地位; 另一方面要削弱它的社会基础 ) ) ) 斩断人民与传统的宗教联系。但是这些激进的改革是在人

民党一党统治和凯末尔超人的个人魅力的背景下进行的, 一旦失去这种条件, 世俗化就会遇到巨大的

挑战。

对 凯 末 尔 政 权 世 俗 化 改 革 的 评 价

现代化, 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通常表现为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成长, 民族

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环节。¿ 奥斯曼帝国

经受了西方殖民者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特征的殖民掠夺, 它并没有给土耳其共和国留下充足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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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遗产。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便成为奥斯曼土耳其早期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青年土

耳其革命0 后, 进步共和党人致力于经济和政治的民族化建设, 但收效甚微。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 奥斯曼帝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 整个帝国架构不复存在。外国入侵致使民族矛盾上升为帝国

的主要矛盾。凯末尔以抗击外来入侵为名, 逐渐获得民众的支持, 成为民族英雄。民族的独立, 是建

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 也是广大东方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一方面, 土耳其民族独

立和民族尊严的获得, 为市场经济原则取代自然经济原则和民主取代专制奠定了基础。在民族获得独

立并建立起共和国之后, 凯末尔政权所推行的世俗主义改革以摒弃传统势力、巩固新政权为目标, 其

世俗化改革亦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并非

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的首创, 而是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传统。早在 1826年, 麦哈茂德便成立埃

夫卡弗管理局, 将教门基金统归苏丹掌管, 削弱了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 具有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

可谓世俗化改革的先声。伴随着苏丹集权的加强, 传统宗教势力进一步削弱, 这为凯末尔时期的世俗

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是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世俗化改革的顶峰, 给土耳其

共和国留下了深刻的世俗主义烙印, 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走向有深远的影响, 因此是从属于奥斯曼

土耳其整个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的。

虽然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改革又有其特定的

目标。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宣称世俗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像西方一样文明的国家, 将伊斯兰教清理出

政权和民众的生活, 这是必要的选择。的确, 土耳其共和国的精英分子致力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诸方面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改革, 力图以此创建一个现代国家。¹ 并声称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打开通

向西方价值体系大门的必要环节。因此, 世俗主义成为凯末尔完成现代化步骤的中心任务。º 然而实

际情况并非如此。世俗主义没有实现宗教和政权的完全分离, 只不过是宗教从属于国家政权, 而不是

宗教在政权之上。» 政教分离本身并不是改革的目的,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此问题。第一, 从政治

与权力分配的关系看,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分配, 凯末尔的政治行为亦无法超越权力斗争的范畴。

当凯末尔尚未完全控制国家政权时, 一切有关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构想都是空谈。在共和国早期阶段,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主要是改变土耳其社会的基本结构, ¼ 消除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框架, 引进

新的土耳其民族的概念, ½ 以转移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 进而削弱传统势力的基础。因此, 掌握国

家权力才是凯末尔世俗化政策的真正驱动力。例如凯末尔曾经为了利用农民传统的领导者 ) ) ) 地方显

贵、宗教人士和族长 ) ) ) 去争取农民, 而放缓了世俗化进程, ¾ 其改革目的显而易见。第二, 从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上层建筑有能动作用。在现代化进行到

一定程度时, 原有经济基础大多已经遭到破坏, 而上层建筑却还保持完整。历史不同的国家, 上层建

筑亦有不同特征。奥斯曼土耳其的基本特点是上层建筑与伊斯兰教的紧密结合, 表现为伊斯兰教对国

家与社会的控制。因此, 削弱伊斯兰教影响的实质在于打击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 是重构权力秩序的

必然要求。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是要通过否定传统的上层建筑实现权力重构, 这是凯末尔政权世俗化

的主观目的。

然而,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在土耳其历史上的客观后果亦不容忽视。M #哈坎 #雅乌兹在评

价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时, 认为尽管国家实行世俗化的政策, 但对于民众来讲, 伊斯兰教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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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世俗化政策使得土耳其国家和社会逐渐疏离。
¹
国家与社会疏离是传统社会的

特征, 而凯末尔是以一种专制代替了另一种专制, 同样造成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似乎说明其改革少有

进步可言。然而凯末尔政权引入了现代商品和市场的观念, 这是推动奥斯曼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过渡的强大武器, 也是凯末尔政权区别于传统政权的本质因素。世俗化改革在当时的胜利是奥斯

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崭新起点。一方面,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政策极大地打击了传统势力, 基本消

灭了存在数世纪的传统社会, 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初期阶段。尽管世俗化改革是为凯

末尔政权的集权化服务的, 但在当时, 集权是建立民族国家及实现现代化的必经步骤。另一方面, 政

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

尽管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的原则在凯末尔时代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但通过这种 /发展的独裁模
式 0, 凯末尔实现了权力重构, 以专制手段构建了土耳其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 ) ) ) 宪法、议会制度及

政党等,客观上奠定了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为土耳其最终迈向现代化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综上所述,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反映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新

旧势力的激烈抗争。凯末尔政权在权力机构内的世俗化改革旨在排斥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 实现权力

重构; 在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世俗化则是权力机构世俗化改革的延伸, 旨在削弱传统势力的社会基础,

是为重构权力服务的。世俗化反对的不是伊斯兰教本身, 而是要重新界定伊斯兰教的角色, 体现的是

市场原则对自然经济原则的胜利。总之,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是在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

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目标, 但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发展的一次政治行为。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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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 非 葡 语 国 家 发 展 研 究 6简 介

安 春 英

  2006年 9月, 中国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二届

部长级会议在澳门举行; 同年, 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开

启外交关系 5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国内相关研究

学者撰写了有关亚非葡语国家的研究文章, 并结集出版

5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6 一书。本书由北京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保平教授、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陆

庭恩教授和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王成安先生主

编, 2006年 11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5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6 是一本专题性的论文集。

正文收录了有关亚非葡语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教育

和政治领袖的研究性文章, 以及亚非葡语国家大事记,

论及 6个亚非葡语国家 (东帝汶、安哥拉、莫桑比克、

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的经济、政

治、外交、教育和政治人物的发展评述。附录包括 5中

国对非洲政策文件6 全文及中国与亚非葡语国家关系大

事记 ( 1949~ 2006年 ) 两部分。该书的出版有利于促进

亚非葡语国家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 推动对非洲各地

区、各个领域研究的全面开展。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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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 s Policy towards Iran after the ColdW ar

Yin B in pp. 30- 35

  The relation betw een the European U nion
( EU ) and Iran is one of the im portant b ilateral re la2
t ions in the post- ColdW arM idd leE as.t In order to

m a intain the com parat ive stability o f this area and
expand its interest and im pac,t the EU has adopted

a po licy tow ards Iran d 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late
term o f the Co ld W ar, characteristic o f - seeking

transform ation by engagem ent. . A long w ith the ad2

justm ent of Iran. s internal po lit ics and fore ign po lic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M iddle E ast situation, the
EU policy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 cr itic d ia2
logue. to -constructive d ia logue. , and has protru2
ded its d ip lom atic orientation d ifferent from that o f

the United States in solv ing the Iran ian nuclear is2
sue.

Power Reconstruction inM odern Linguistic Context:
The Secularized Reform ofKemalRegim e

Zhou Shuqing pp. 36- 41

  The foundat ion o f the Turk ish R epublic in

1923 ended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ofOsm an Em2
pire and form ally com pleted the transform ation o f po2
litical pow er. H ow ever, the estab lished fo rces of the

O sm an Em pirewh ich w as historica lly connected w ith
Islam had no t lost all the ir econom ic position and

st ill had the ir in fluence in the nat ion. s reg im e struc2
ture and soc ia l life, w hich indicated that the basis o f

the K em al reg im e w as not stab le. Professedly, the
secularized reform ofK em a l reg im ew as to rea lize the

po litical idea l o f - the sovere ign ty of peop le. , but it

w as actua lly to reject the po litical participa tion o f the
trad it iona l forces. The purpose of the secularized re2
fo rm is to re- confo rm the pow ers o f the nation and
society so as to ho ld the pow er, the consequence o f
w hich is that the O sm an Turkey com pleted its con2
version from the feudalist em p ire to the m odern na2
t ion, w hich la id a sound foundation fo rTurkey. s go2
ing to m odern izat ion.

The Proper Law toM arriages w ith
Foreign Elem ents in South Africa

Zhu W eidong pp. 48- 52

  As a country w ith m ixed legal system s, South
A frica has adopted the w ays of the countries w ith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s in classify ing m arital re la2
t ions, div iding m ar ita l re lations into persona l re la2
t ionship and property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the spou2
ses. A ccord ing to South A fr ica. s private internat ion2
al law, the personal re lations of the fore ign- re lated
m arriages are dom inated by the re lated actions o r by
the law s o f the reg ions where, when the dealings oc2
cur, the spouses inhabi,t wh ile the proper law to
property re lations rest w ith whether the prenupt ia l

contracts are signed or no t betw een the spouses. If
the prenuptia l contracts no t signed betw een the spou2
ses, the property re lations o f them arriages shou ld be
dom inated by the law s o f the inhab ited reg ions.

H ow ever, if they are signed, the law s that are con2
tracted can be proper to the m arita l property re la2
t ions. The fo rm s o f the prenupt ial contracts as w ell
as the ir initial effectiveness, the interpre tation of the
prenuptia l contracts and the ab ilities for e ither party

to sign the contracts are a ll to the app lications of the
law s o f o ther d ifferen t coun 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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